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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傳統與主流移民理論的觀點

當前許多傳統與主流的移民理論皆發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1950

至60年代間，受到戰爭的影響，為數眾多的歐洲人民，特別是在戰前的中產

階級選擇移民海外，藉以尋求更為安全和穩定的生活環境，以及追求更好的生

活。對此，戰後所興起的移民浪潮，為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研究和觀察機

會，促成移民理論在戰後的快速發展1。其中，以解釋母國（home country）與

接待國社會之宏觀政治、經濟等環境條件的優劣因素如何影響到移民個體之國

際遷徙決策的「推拉理論」（push-pull theory）最具代表性。該理論透過檢視移民

母國與接待國之間的正因子（+，即拉力因子）和負因子（-，即推力因子）的權

衡與比較，進一步梳理出影響移民個體是否遷徙之因素。若移民母國之負因子

多於正因子、而移民接待國之正因子多於負因子時，那麼人們即有較大的動機

與可能性選擇離開其原本所居住的國家，動身移居到海外生活2。

與此同時，戰後大量歐洲民眾移民後的生活也成為了當時學者所關注和

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其中，植基於早期歐洲白人移民至美國之經驗的「古典同

化理論」（classical assimilation theory）即發展於1950年代；此一理論觀點將移

民視為一個線性的過程，關注所謂的「國際移民」（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即人們選擇了離開母國，並在接待國社會中重新建構出全新的生活模式。古

典同化理論較傾向以失根（uprooted）的觀點來看待移民個體與母國的關係，認

為隨着個人移民至接待國社會的時間愈長，不僅將會逐漸切斷與母國的聯

繫，亦會更為積極地學習接待國社會之主流文化和價值觀，並以追求融入與

同化於接待國社會為最終目標3。

然而，具線性觀點的古典同化理論在1980年代末期後，在網際網絡與 

信息及通訊設備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受到愈來愈多的挑戰，特別是快速發 

展的數位通訊工具與即時通訊軟體等，使得移民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在想要與居住在母國的家人進行溝通與聯繫時，即可立即和快捷地滿足

需求。對此，新的移民理論應運而生，此即為1990年代後迅速發展的「跨國 

主義」（transnationalism）理論。該理論中一個重要的觀點為「跨國社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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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social space），這裏所指的「空間」並非一種物理的空間；相反，

其所指的是移民透過頻繁往來與溝通於母國和接待國之間所創造出來的一 

種跨越國家邊界限制的社會性和想像性空間。因此，在跨國主義的理論觀 

點中，移民並不需要在母國與接待國兩者之間做出選擇，也不需要因為時 

間和空間的限制而放棄與母國的關係與聯繫，跨國主義論者常以「腳踏兩地」

（making “their feet in two societies”）來描述當前移民真實的日常生活經驗4。

從這些討論不難發現，傳統移民理論主要以國家和宏觀的角度來探討移

民議題以及他們的生活狀況；這些理論的分析標的及思考邏輯的出發點，無

不是從國家或宏觀整體社會的角度去分析移民個體之國際遷徙決策行為或是

移民在接待國社會的融入程度等。然而，上述理論被論者批評存在「方法論國

族主義」（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的謬誤，方法論國族主義所持之「國家容

器」（national container）論，不僅過於簡化了國家底下不同族群、宗教、階級、

家庭結構以及地方（local）和城市（city）脈絡的差異，且傾向直觀地認為來自同

一個國家的人們應具備類似乃至於一致的社會文化特徵。然而，這樣的謬誤

不僅影響了我們如何看待生活於其中的真實世界，亦進一步影響了研究者在

進行歸納時所得出的結論。對此，有愈來愈多的論者認為，需盡力避免方法

論國族主義所可能造成的觀點偏誤，應將研究視角放置在國家和宏觀層次外

的更為多元的層次上5。

順此可知，上述的理論皆存在着一個問題，亦即地方與城市（以下簡稱

「地方」）等在地脈絡的視角並未被呈現，特別是移民的生活很大程度上是構築

在不同之地方脈絡與城市空間中，而一地和一城不一樣的政經制度安排、社會

環境，以及對於移民者的接受程度差異等，在在都會影響移民個人和群體在

日常生活中的各類經驗和感受。另外，傳統移民理論似乎也隱含了地方在移民

治理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僅是一種被動且只能接受國家和中央政府（以下簡

稱「中央政府」）之施政規劃與政策安排的配合者而已。為了補足前述理論之不

足，千禧年後，有更多研究者開始關注地方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甚至主張

移民研究在千禧年後已進入到一個「地方轉向」（local turn）的新階段6。

本文將依序討論數個和移民治理中的地方轉向有關的議題，包括當前 

歐美主要移民接待國因着大量國際移民人口（以下簡稱「移民人口」）移入， 

而導致在許多地方所出現之「少數為多數」（majority minority）和「超級多樣性」

（super-diversity）城市的發展現象、移民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能動性議題、

中國大陸和台灣兩地不同城市之移民治理的相關機制與經驗的初探性比較。 

文章最後對當前地方政府在國際移民治理之經驗進行理論性的反思，並就移民

治理之地方轉向的未來研究方向以及相關的理論應用層面提供看法與意見。

二　歐美「少數為多數」及「超級多樣性」城市的發展

在地方轉向的討論中，歐美社會「少數為多數」和「超級多樣性」城市的發

展是當前移民研究在探討地方於移民治理中所扮演之角色時兩個較為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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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現象和關注重點。例如西歐國家比利時，全國總人口數約有1,150萬人，

而移民人口約佔全國總人口數的一成左右，亦即約100餘萬人；然而，若僅從

國家層次的角度來看待移民人口與治理議題，並無法確切地反映出國際移民

對於比利時這一接待國，特別是地方層級所帶來的改變。但若將視角放置在

地方層級，即可清楚地了解到移民對於地方在人口結構或治理上的影響。以

首都布魯塞爾為例，它是一個西歐著名的少數為多數城市，在這個城市當

中，移民和少數族裔的人口總數不僅已超越了本地人口數，且人口佔比已超

過一半以上。截至2020年底，該城市人口約200萬人，然其中約七成的城市

居民具有移民背景，亦即他們若不是第一代移民就是移民的後裔，使得布魯

塞爾成為了比利時第一個少數為多數城市7。

然而，國際移民所帶來之一地人口結構改變不僅發生在首都城市，亦出

現於比利時許多鄉村地區與城鎮。論者馬利（Ico Maly）即以位於比利時東北邊

之臨海渡假小鎮奧斯坦德（Ostend）為例，藉以比較1990年代與2010年代二十

多年間，大量移民人口的移入如何改變這個人口僅約八萬的濱海城鎮。圖1呈

現了1990年代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情形，當時的奧斯坦德接收了來

自十七個不同國家的移民，英國和法國移民佔半數。然而，該鎮的移民人口

結構在經過二十年後有了很大的改變。圖2呈現了奧斯坦德2011年移民人口

之國籍分布情形，給人的第一印象即是國籍變得非常多樣。根據馬利的研究， 

到了2012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數大幅增長至130個國家8。

圖片來源：Ico Maly,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An Ethnographic  

Linguistic Landscape Analysis of Ostend in Belgium”,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42, no. 5 (2016): 710.

圖1　1990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

截至2009年，在奧斯坦德每四位新生兒中就有一位是由非比利時籍父母

親所誕下。2011年，14.54%的奧斯坦德居民擁有移民身份或者為國際移民的

後代，而這個數字到了2014年進一步增長至17.6%，由此可見移民人口已顯

著地改變了奧斯坦德之人口組成。而因移民人口大量移入所產生的改變，不

僅具體顯現在奧斯坦德的人口結構裏，如何應對與治理移民人口增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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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面的多樣性議題，在在都為這個小鎮的地方政府帶來種族、語言、宗

教、教育、法律、就業等許多新的挑戰9。

另外，帕克（Burak Pak）和米烏斯（Bruno Meeus）對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與第二大自治市根特之移民人口與相關特徵進行了深入比較。他們在比較居

住在兩地之國際移民群體主要從事的行業及提供的服務後發現，兩地移民從

事的行業有所不同，布魯塞爾移民所從事的行業較為多元，包括服飾業、餐

飲業、珠寶業、房地產業以及美妝業；而根特移民所從事的行業則大量集中

在餐飲業，其他相關行業的就業情形分布則較不明顯。由此可知，國際移民

在一地或一城所能參與之經濟活動類型，可能會因為當地社會環境脈絡的不

同而有所影響。布魯塞爾不僅是比利時的國家首都，亦是國際間重要的鑽石

交易市場，很自然地發展出較根特更為多元的城市產業類型bk。而帕克和米

烏斯的發現呼應了「移民創業」（migrant entrepreneurship）理論中「混合鑲嵌」

（mixed embeddedness）的觀點，亦即國際移民在一地或一城的經濟活動之選擇

並不完全掌握在移民本身；相反，當地之產業環境與經濟系統會影響移民在

不同城市間所能投身之經濟活動類型bl。

移民、少數族裔和非本地人口在地方範圍中成為多數的發展趨勢並非僅

發生在歐洲。以美國為例，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

截至2018年，美國共有293個城市與地區已符合少數為多數城市的標準，亦

即非白人（non-white）居民之人口數超越了50%bm。基特（Stef W. Kight）的研

究亦有類似的發現（圖3）。當原來之本地人口變成了少數群體時，那麼到底是

移民群體要適應或融入原本的主流社會，還是作為少數之本地居民要學習如

何適應或尊重由移民人口增加所導致之社會文化結構的改變？這些新興的社

會文化現象，不僅挑戰了傳統和主流的移民理論，也真實地影響和衝擊了第

圖2　2011年奧斯坦德移民人口之國籍分布

圖片來源：Ico Maly, “Detecting Social Changes in Times of Superdiversity”,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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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面對移民群體之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bn。另外，移民人口所帶來的影

響，以及不同地方所面臨的移民治理議題是多樣且不同的，對此，若僅是從

國家和宏觀的層次去檢視與觀察移民治理議題，可能無法讓人真實和精確地

了解移民人口對於不同地方的影響與改變。在此情況下，為了補足國家和宏

觀研究層次的不足，我們應從地方的角度來檢視移民治理議題的變動性與多

樣性特徵，方能更有效且適切地了解移民人口遷徙如何對地方社會帶來各個

層面的影響。

移民對於地方結構的改變不僅發生在人口的層面上，亦發生在地方不同

的社會領域中，沃托維克（Steven Vertovec）提出了超級多樣性的理論概念，藉

以了解城市的層級如何因為大量移民人口的移入進而促使各個社會層面出現

多樣化的現象bo。沃托維克以著名之少數為多數城市倫敦為例，透過梳理移

民人口結構的變化後發現，傳統上用來了解移民群體與主流群體的「二分法」

概念，已無法清楚地呈現移民人口如何促使一地和一城經歷多樣化的變遷 

過程；他的研究指出，倫敦共接納了來自全世界逾180個國家和地區的移民群

體，因此，在倫敦這個城市有機會與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或地區的人們相

遇。他也強調，雖然倫敦接納了廣大和來源不同的移民人口，但這些移民群

體在倫敦內部的居住與分布情形並不平均，例如布倫特（Brent）自治區擁有全

倫敦比例最高的移民人口，而其他擁有較高移民比例之城市區域包括紐漢

（Newham）、西敏寺（Westminster）以及依令（Ealing）等。由此可知，城市內部

不同地區居住的移民人口與分布比例亦有所不同。

另外，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沃托維克發現，當前每天在倫敦這個城

市中被使用的語言有超過三百種以上，且移民人口也帶來了眾多不一樣的宗

教信仰，並吸引了逾數十種的信仰組織在倫敦扎根。然而，他也從倫敦的例

圖3　2017年美國地方非白人人口比例

圖片來源：Stef W. Kight, “America's Majority Minority Future” (29 April 2019), www.axios.com/

when-american-minorities-become-the-majority-d8b3ee00-e4f3-4993-8481-93a290fdb0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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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轉向　   　　子看到，傳統上以短期移民和長期移民來認識國際移民群體與治理議題的視

角有不足之處，因為人們移民至倫敦的途徑已愈來愈多元，包括移民工作

者、國際學生、配偶與家庭移民、尋求庇護者與難民，以及非法或無證件之

移民等，亦有隨着全球化和國際商業活動發展而到來的各類型短期或長期之

外派工作者與各式高技術和低技術移工等。沃托維克所提出的超級多樣性概

念即在提醒研究者，這些發生在地方層次之多樣化（diversification）和複雜化

（complexity）過程，在在都突出了地方視角在移民治理中的重要性，因為一地

和一城當局對於其內部多樣性程度之掌握與理解能力，不僅將會影響公共服

務提供的品質，也會進一步影響個別地方是否能達成善治（good governance）

和永續發展的長遠社會目標。

三　城市在移民治理中的角色與能動性

順着上述的討論可知，當前許多國際級的城市，乃至於一國內部的二線城 

市或者鄉村地區，都有可能正在經歷着大量移民人口移入所造成的人口結構、 

社會文化和經濟環境的快速變遷，以及多樣化和複雜化的變化過程。對此，

格布哈特（Dirk Gebhardt）的研究即從鄰近性（proximity）、能力（competencies）

以及政治本體論（ontologies of the political）等三個方面來分析與說明為甚麼地

方層級對於理解國際移民與移民治理議題至關重要bp。

從鄰近性來看，地方政府最先感受到移民人口大量移入所帶來的種種改

變，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這些多樣化與複雜化的變化一開始亦都是先發生在 

地方層級而非整體的國家層次，因此若僅是從國家或宏觀的角度去理解移民相 

關議題，箇中複雜性、多元性和動態性的程度即很有可能被忽略或低估。相

較之下，從地方層級去理解與探討這些議題，才能較全面和精準地掌握與評

估相關社會與政經環境變化，對於個體之微觀、城市之中觀以及國家之宏觀

等面向所可能構成之多層次的複合性影響bq。

從能力的角度來看，在移民治理的領域和範圍內，中央政府發揮的功能

主要在於制訂和執行「硬性政策」（hard policies），其中最重要的包括國家邊境

政策的擬訂與治理、國境內人口的管控等涉及主權意涵的政策領域；而地方

政府主要負責的，則是與移民群體之權利和義務直接或間接相關的各類型「軟

性認可政策」（soft recognition policies），包括各類社會福利保障的申請工作、

住房政策、適應與融入課程的提供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等。也因為地方政府所

主管的移民治理政策着重在軟性領域，所以地方政府成為了處理移民需求的

第一線，需應對移民就各類申請政策可能產生之不滿與對政府部門的抱怨。

最後，若從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擁有的不同政治本體論來看，亦可進

一步發現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領域的重要性。如上所述，中央政府所關注的

政策領域多聚焦在與國家主權和政治權威性分配等議題，而較少會直接接觸

到個別的政策利害關係人；相反，地方政府則主要關注如何回應與滿足城市

居民對於不同政策議題的喜好和直接反應，因此相較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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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民治理的領域中面對較為直接的壓力，不斷回應不同移民群體在日常生

活中不同層次與範疇的需求和政策偏好br。

那麼，從研究者的角度，該如何完整和有系統地掌握與研究地方政府在

移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與能動性呢？希爾曼（Felicitas Hillmann）和彭靜蓮嘗

試將城市在移民治理中之多元性角色與能動性進行歸納，並提出了「物理結構」

（physical structure）、「社會經濟結構與政策」（socio-economic texture, policies）

以及「象徵與代表性」（symbolics and representation）等三個面向的思考與分析

架構（表1）。

表1　城市移民治理結構與面向

城市的面向 物理結構 社會經濟結構與
政策

象徵與代表性

城市再生的 
動力

環境營造 社會文化的結構 文化與形象

由上而下的
政策

‧興建與移民接待
相關的基礎建設
（抵達建築）
‧具標誌性的建築
‧難民中心

‧針對移民或弱勢群
體所提出之各式政
策舉措（住屋、就
業輔導、教育、健
康、信息及通訊技
術、科技）

‧歡迎中心
‧移民辦公室
‧移民整合概念
‧跨文化周等推廣活
動

‧多樣性視野
‧歡迎手冊製作
‧城市公民權推廣活
動

‧多樣性指標設立與
競賽

移民實踐與
由下而上的
能動性

‧移民經濟活動
‧跨文化組織、文化
節慶、體育競賽與
活動

‧移民與文化創意產
業、移民旅遊導覽
與藝術創作等

‧節慶與遊行
‧公開的祈願活動與
跨宗教對話

‧多元化社會運動、
飲食文化融合、移
民群體社交媒體使
用（如博客）

資 料 來 源：Felicitas Hillmann and Ching Lin Pang, “Migration-led Regeneration: On How 

Cities Become More Unequal with Mixed Population Flows”, Cosmopolitan Civil Societies: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12, no. 1 (2020): vii.

從希爾曼和彭靜蓮的觀點來看，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議題中的角色，很

明顯並非僅是配合中央政府被動地執行政策而已；相反，地方政府在移民治

理的過程中，至少在物理結構的建設，以及在社會經濟結構與政策、象徵與

代表性等議題上皆發揮了積極作用，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致力和

移民群體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一方面能更容易獲取移民群體對地方政府在

預算和政策上的支持，另一方面透過和諧互動關係的建立，進一步爭取移民

群體在接待國社會中被接受、被代表與被看見的可能性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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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轉向　   　　尤有甚者，勃魯蓋爾（Ilona van Breugel）以荷蘭的城市在移民治理中的角

色與能動性為例，將城市之移民治理分成四個類型，包括「積極的多元文化」

（proactive pluralist）城市、「積極的單一文化」（proactive monist）城市、「回應的

鑲嵌性」（reactive embedded）城市和「回應的單一領域」（reactive one-domain）

城市等bt。勃魯蓋爾和斯科爾滕（Peter Scholten）進一步提出，地方政府在移

民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展現的能動性並非受到城市的大小與人口的多寡

所影響，因此學界認為大城市較傾向多元文化主義而小城市較封閉與排外的

既有刻板印象，可能是有所偏誤的。對此，他們強調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中

的角色與能動性以及相關表現是多元的，且可能會隨着時間改變而有所不同。 

即便是同一個國家內的不同城市在面對移民治理議題時，亦有可能會展現出

截然不同的治理方式與策略選擇。因此，在實際的移民治理中並沒有一個融

合性或普世性的治理模型存在；相反，每一個地方所面臨的移民治理議題都

是獨特且富含脈絡性的。當研究者要進行城市間的比較時，必須考量各個城

市的脈絡及其所面臨的移民治理問題ck。

四　中國大陸國際移民治理經驗初探

在討論了歐美國家的城市治理經驗後，筆者欲針對中國大陸兩個主要城

市——上海、廣州的國際移民治理經驗進行初步的探析與討論。事實上，在中

國共產黨於1949年建政至1978年宣布改革開放以前，中國政府既不允許大陸人

民移民海外，亦對外籍人士進入大陸持消極和保守的態度；1980年代至千禧年

間，由於大陸境內外籍人口數量有限，移民治理議題尚未被投以足夠的關注。

然而這樣的情形隨着中國於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以及其後

實行一系列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而有了明顯的改變。這主要是受到兩個因素的

影響：首先，2001年後中國快速之經濟成長及其所提供給世界產業鏈之廣大

的市場與低廉的勞動力，成功地吸引了為數眾多的外資和跨國企業赴大陸 

投資，伴隨着這些投資而來的即是大量外國企業的專業經理人、行政人員展

開短期或長期的定居和與工作相關之遷徙活動。其次，隨着中國經濟改革和

十數年來高速的經濟發展，不僅進一步改變了中國在全球產業與供應鏈的位

置，也使得部分城市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逐漸成為吸引外籍人士定居與工

作的熱門區域，其中長江三角洲的上海及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即是兩個主要的

外籍人士居住熱區。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政府對於居住在大陸境內的外籍人士數量之調查，

一直遲至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才開始。然而，根據中國於2020年所

進行之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的資料顯示，約有140萬的外籍人士（境外人員；

如不包括港澳台人士，則有約85萬人）居住在大陸境內，若以中國約14億的總

人口數相較，居住在大陸之外籍人士不足總人口數的0.1%，佔比非常有限。

但若將相關人口資料的檢視層次從宏觀的總人口數，轉變成地方的角度，則會

發現居住在大陸的外籍人士之分布情形有着高度的不均衡性和地區集中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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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集中於北京、上海、廣州等主要城市。以上海為例，2020年外籍人士的

居住人數就佔了外籍人口總數的11%，亦即約16萬外籍人士居住在上海cl。

圖4所示之上海外籍人士居住人數變化呼應了上述看法，上海的外籍人士

居住數量一直要到千禧年左右才回復到1949年中共建政時的高峰，但自2000年 

以後即有了很顯著的增長。而上海的外籍人口數自2013年達到17.6萬人高峰

後，至今依然維持在超過16萬人左右，也進一步促使上海成為中國首批擁有

全球型城市格局的地方。在過去，上海主要的外籍群體包括日本人、美國

人、韓國人、法國人和歐洲人等，這些外籍人士之所以來到上海，很大的原

因是跟隨國際企業赴華投資與經商，因此上海傳統上的外籍群體從事的產業

類別以高技術生產或高附加價值服務業為主。然而，隨着中國與上海經濟的

發展和在全球生產和供應鏈位置的變化，使得上海的外籍群體有着愈來愈多

樣化的趨勢。例如，從2005至2015年的十年間，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與韓國

人所佔整體上海外籍群體之比例已從44%降低至31%，相對地，同一時期來

自於其他非傳統（主要指非西方）國家之外籍群體的比例則從15%大幅上升至

28%。換句話說，目前在上海外籍群體的來源與國籍背景愈益多樣化，而上海

社會也正在經歷伴隨而來的更多跨文化接觸與協商的機會與挑戰cm。

另外，一部分研究者關注位於廣東省、住有大量非洲移民的廣州。在中國

歷史上，廣州一直以來都扮演着中國與外界聯繫的角色；作為南方地區重要的

通商口岸，廣州不僅為唐宋「海上絲路」戰略的起點，更是早在1685年就成為

了中國當時開放和外國進行通商的四個口岸城市之一cn。除了外交、歷史因素

外，中共建政以來最早從非洲國家來大陸的群體主要是國際學生，1950年代喀

麥隆等國已派出學生來華；1980年代共有四十三個非洲國家選送了2,245位非

洲學生赴大陸求學與唸書，其中一部分即安排在廣州就讀co。2011年一年內， 

約有二萬名非洲學生在華留學，其中即有四十九個非洲國家選送了1,832位留

圖4　外籍人士居住在上海的情形，1843至2015年

圖片來源：Frank N. Pieke, “How Immigration Is Shaping Chinese Society” (27 November 

2019), https://merics.org/en/report/how-immigration-shaping-chinese-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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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轉向　   　　學生赴廣州求學與唸書。當然，部分學生在完成學業之後返回母國，但亦有

為數不少的學生選擇留在大陸，藉以尋求更多的發展機會cp。然而，若僅從

非洲國際學生在廣州的人數來看，並無法真切地了解到非洲移民群體在廣州

當前的發展狀況。

若從常住人口與非常住人口的標準來看，即可更清楚地了解到為甚麼在

過去十數年間廣州的部分地區（例如越秀區小北路一帶）會被稱為「巧克力城」

（chocolate city）。從常住人口來看，據統計，2019年約有1.5萬來自非洲各國

的國際移民居住在廣州，然而大部分學者認為，這樣的統計可能遠低於實際

的情形與數字。若從非常住人口的角度來看，僅是2012年一年間，共計有超

過10萬名來自亞撒哈拉地區（Sub-Saharan Africa）的非洲人來到廣州。在他們

當中或許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長時間住在廣州，但有許多人是頻繁往返於母國

和廣州之間的「跨國移民」（transnational migrants），而他們來到廣州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購買和批發小商品、鞋類和成衣產品，帶回母國進行販售，亦即

他們大部分是為了從事跨境貿易而來。若進一步地從2019年的統計數據來

看，該年度約有300萬外籍人士經由廣州進入大陸，其中約36萬人來自非洲

國家，許多人會選擇待在廣州從事小商品買賣與跨境貿易活動cq。

過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廣州的小北路一帶地區因有大量非洲移民人

口與小商品買賣商人聚集而受到媒體和學術界的關注。1998年後，大批非洲

跨境商人來到廣州從事小商品等買賣，並在小北路一帶的天秀大廈、秀山樓

以及三榮大廈等公寓住所，建立起大量由非洲移民群體所組成的公寓居住聚

落。為數眾多的非洲移民之日常生活需求與花費，對於小北路一帶以及整個

廣州而言皆帶來了可觀的產值與經濟收益。從社會學理論的角度來看，非洲

跨境商人在廣州與其母國之間，透過頻繁與密切之跨境商業貿易活動所創造

出來之「跨國社會空間」，更被研究者認為是「由下而上之全球化」（globalisation 

from below）的具體實踐，足見非洲移民對於廣州之城市經濟、整體性發展以

及跨國社會與經貿活動等所作出的貢獻cr。但非洲移民群體在廣州的起居、

生活和經濟行為並非完全沒有遇到困難與挑戰，特別是近年來在廣州發生了

數起與非洲移民有關的犯罪事件，以及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後大

陸社會和廣州市民對於來自非洲國家之移民和商人所展現出來的恐懼情緒愈

發明顯。然而，對於非洲移民之不友善的態度與氛圍並非僅導因於新冠疫情， 

事實上，已有許多黨政人物公開地表達他們對於大量非洲移民居住在大陸和

廣州的不安情緒與反對立場cs。例如，2017年時任政協委員的潘慶林在接受

媒體訪問時表示ct：

黑人兄弟們經常成群結隊，往往夜間出沒街頭、夜總會、偏僻地區。販

毒、騷擾女性、打架滋事嚴重擾亂廣州市治安。⋯⋯非洲是全球艾滋病、

埃博拉病毒最猖獗的地區⋯⋯而來華的所有的黑人入境時沒有申報健康

證明，成為巨大隱患。⋯⋯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的非洲黑人非法移民

已達 70萬，若不採取法律法規嚴加控制，⋯⋯中國將從民族國家變成移

民國家，從黃種人基因國家變黑黃混血人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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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充滿着直接和明確種族歧視的政治語言與論述，顯示出部分黨政人物對

於高速增加之非洲移民人口的擔憂，而這樣的社會氛圍也進一步使得愈來愈

多非洲移民認為廣州不再是他們留在大陸打拼的最佳地點，特別是在新冠疫

情發生後，有更多非洲移民離開廣州，當中許多人選擇的下一個落腳處為浙

江省的義烏，在此情況下，廣州「巧克力城」的發展已出現了瓶頸並逐漸褪去

了其原本的光環dk。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內部之移民人口所帶來的治理與多樣

性議題有所差異，從對上海與廣州的分析可知，由於上海的國際移民群體大

多是來自於普遍認為之已開發／發達地區（歐美、日韓等地），且他們主要從事

之行業也是具備較高社經地位和附加價值的產業，因此在上海並未出現如廣

州那樣具有排外和歧視性質的言論，而上海對於國際移民群體所持的開放與

歡迎態度，在某種意義上也加深了歐美移民群體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的白人優

越性／特權（white privilege）的理論觀點dl。相對之下，廣州市政府在面對移

民治理議題時，則有較大的可能受到上述對於非洲移民群體的刻板印象甚至

歧視性語言的影響，進而採取較嚴厲和直接的管控措施。由此可見，上海與

廣州在移民治理上採取了不一樣的觀點和措施，而上海與廣州間治理經驗的

差異，也呼應了本文觀點，亦即若僅將移民治理議題放置在國家的層次來加

以理解，那麼將無法了解其多樣性、複雜性和動態性；相反，若將研究與檢

視的視角放置在地方間治理經驗的比較，其將有助於拓展研究視野，增進對

於地方經驗之差異性與多樣性的了解。

五　台灣國際移民治理簡述

除了中國大陸的城市治理經驗外，筆者也欲從地方的角度來檢視台灣不

同城市之移民人口結構的差異，以及由於人口差異所帶來之多樣性議題如何

進一步地影響台灣城市在相關議題的治理經驗。根據台灣政府內政部移民署

的統計資料，截至2022年3月底，長期居留和居住在台灣的移民人口數為

571,201人，佔台灣人口總數約2.4%dm。值得指出的是，在這57萬的外籍人口

中有65.22%是來自於大陸或港澳等地區之配偶，其中大陸配偶佔61.7%，而

港澳配偶則佔3.52%。由此可見，當前長期居住在台灣的移民人口當中，大陸

之移民群體佔據了重要的位置。在其餘的外籍人口當中，19.52%來自於越

南，而第三大的外籍移民群體來自印尼，佔比約5.45%，接着是菲律賓移民群

體佔1.84%、泰國1.67%、日本1%、柬埔寨0.76%、韓國0.37%，而並非來自

上述國家或地區之移民群體則佔約4.17%。以全台灣外籍人口總數計，來自於

東南亞國家之移民人口約佔24%。

首先，從地方的角度來看，國際移民居住在台灣的分布情形並不平均，上

述七成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台灣主要的六大城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台中

市、台南市與高雄市，以下簡稱「六都」），而在這六都當中，外籍移民人口數第

一名的是新北，其次是高雄、台北、桃園、台中以及台南。另外，在非六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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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轉向　   　　區當中，彰化縣所擁有的移民人口數最多，錄得24,254人，而除了彰化以外，

其他非六都地區之縣市的外籍移民人口數都低於2萬人，其中宜蘭縣、台東縣、

花蓮縣、澎湖縣、新竹市、嘉義市、金門縣與連江縣等更是少於1萬人。而若將

六都與彰化的外籍人口數相加，其所佔外籍人口數的比例將上升至74.32%。

其次，若從國籍與外籍人口結構的組成在台灣不同城市的分布情形來看，

越南移民群體的人口分布較為平均，其無論是在新北、桃園、台中與高雄都

擁有超過1萬人以上的移民群體，其中新北有19,577人，佔整體越南移民人口

總數的17.56%。印尼籍的移民人口方面，居住在桃園者最多，此外在新北、台

中、高雄和新竹都各自擁有超過2,000人以上的移民群體。泰國移民方面，其中

有約五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桃園，而另一個較為集中的城市則為新北，兩者

合共佔泰國移民人口總數的44.88%。菲律賓的移民群體則主要居住在新北、桃

園、台中與高雄，佔菲律賓移民人口數54.8%。而日本、韓國和港澳移民均有

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台北與新北兩個城市，分別佔52.13%、51.69%和54.1%。

再次，從移民群體在台灣不同縣市的人口分布情形可知，新北、桃園、

台中與高雄擁有之外籍人口數較多且組成結構多元，日本、韓國與港澳之移

民人口則集中在台北和新北。值得一提的是，桃園所擁有之印尼、泰國與菲

律賓的移民人口數皆高居全台各縣市之首，而上述三個東南亞移民群體在桃

園的集中化現象，可能與桃園長期以來擁有的泰國與菲律賓移工人口比例最

高有關dn。換句話說，由於泰國與菲律賓移工群體在桃園擁有人口結構上的

優勢，從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的觀點來看，這也促使了泰國與菲律賓移

工（以及同樣來自於東南亞的新興印尼籍移民群體）在選擇居住地點時會優先

考慮桃園，而當中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即是當地所擁有之族裔社群網絡（ethnic 

networks）的規模，因為一地或一城之族裔社群網絡規模大小，會很大程度地

影響個別移民或群體在重新安置他們的生活後，進一步獲取相關資源與社會

資本之可能性與機會do。順此可知，從社會網絡的角度來看，因為印尼、泰

國與菲律賓的移民有較大機會在桃園獲得相關族裔社群網絡的資源協助，使

得這三個移民群體居住在桃園的人數皆高於台灣其他城市。

除了上述的人口分布差異外，針對台灣各縣市在移民治理議題之制度化程

度的差異，筆者欲進行初步的梳理與比較，而對於制度化程度的評估，則是以

該縣市有否成立專責處理移民之事務性委員會來作為判別標準。從表2可知，

在台灣共計二十二個縣市當中，有十一個縣市設立了跨局（處）之縣市政府層

級的新移（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且除了台北的委員會主任

委員由副市長兼任、彰化之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縣政府之秘書長兼任以外，其他

九個縣市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或召集人都是由縣市首長親自兼任，以統籌相關事

務與擬訂該縣市之移民政策方向。由此可知，在這十一個縣市中，委員會的性

質和縣市首長的重視程度依舊有所差異。而台灣還有半數縣市尚未設立委員

會，在這半數縣市當中，移民的相關事務與議題主要都是透過社會局（處）轄

下或委外辦理之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來協助辦理與推動相關之政策執行工作；

除了社會局（處）以外，民政局（處）是另外一個涉及移民事務的縣市政府機構。

而台灣各縣市是否設置委員會，不僅呈現了當前各縣市在移民治理議題上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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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程度的不同，一個合理的想像是，尚未設立跨局（處）之委員會的縣市，

可能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與成本來協商與溝通不同局（處）、政府與民間之公

私部門間，對於如何推動與執行移民等相關政策之立場與觀點。

表2　台灣二十二個縣市移民治理機制與制度化程度

類型 縣市 運作機制 制度化程度

一 台北市、新北市、桃園
市、台中市、高雄市、
基隆市、嘉義市、彰化
縣、屏東縣、宜蘭縣、
金門縣

已於地方政府內成立了新移
（住）民事務委員會，並由縣
市首長或副首長擔任委員會
之召集人或負責人；而其他
與移民治理相關的局（處）亦
須派員參加會議。

較高

二 台南市、新竹市、新竹
縣、苗栗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花蓮
縣、台東縣、澎湖縣、
連江縣

相關公共服務的提供主要是
透過縣市政府之社政和民政
單位來負責，而其他局（處）
亦參與和承擔了部分與移民
相關的治理業務。

較低

資料來源：筆者整理自台灣各縣市政府及新移（住）民事務委員會的檔案資料。

六　結論與討論

綜合上述討論可知，若將檢視移民治理議題的觀點從國家層次下放到地方

層次時，事實上，地方在治理移民人口與其所帶來之多樣性議題時，並非全然

採取了一致性的作為。不同地方在治理移民時不僅沒有聚合成單一模式；相

反，即便是在一個國家境內的不同地方，彼此所選擇和採取的移民治理機制、

相關治理過程之制度化安排程度等，都存在着差異性與多樣性。而從筆者對兩

岸城市治理的經驗初探可知，上海與廣州以及台灣二十二個縣市在治理移民

時，其地方政府都具備自己的能動性，亦即它們並非僅僅只扮演着執行中央政

府之移民政策的角色，而是擁有空間與自主性來依照自身移民人口的結構與社

會環境脈絡，去選擇不同的治理機制和推動相關的制度化安排。對此，本文同

意並呼應了近年移民研究中之地方轉向的觀點，認為從地方的角度檢視移民治

理之案例與議題，將可了解和發現更多元的地方移民治理實踐與經驗。

從本文的梳理可知，當前數個傳統和主流理論在解釋移民現象與治理經

驗時過於強調中央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但這樣的研究途徑不僅可能會因為方

法論民族主義所產生的限制，從而忽略了中央政府等宏觀層級以外之行動者

在移民治理過程中的作用；且相關的理論對於移民人口如何進一步促使不同

地方經歷多樣化和複雜化的過程與經驗也缺乏有效的理解途徑。然而，歐美

國家中許多城市正經歷少數為多數和超級多樣性的發展歷程，在在提醒研究

者不可忽略地方這一層級在移民治理中的關鍵性；特別是地方政府相較於中

央政府而言，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壓力去直接面對與回應不同移民群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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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方轉向　   　　日常生活中對於公共服務提供的多樣性需求。且當一地或一城接納了愈來愈

多的移民人口後，移民群體所集結起來的力量亦有可能會進一步在地方層級

上推動政策與制度的創新和變遷。

相關文獻與討論已顯示地方層級之政府部門和行動者在移民治理上並非

僅單純地扮演被動和配合中央政府的角色，而不同的地方會在其所面臨的移

民人口結構、歷史背景與環境脈絡等條件有所差異的情況下，選擇不同的移

民治理模式以及看待移民議題的立場與態度。相關的研究也顯示，當前全球

並未有一個普世性或單一性的城市移民治理模式，不同地方所採取的治理模

式是多樣的，且同一個城市的治理形式亦有可能會隨着環境的改變與時間的

變遷而有所不同dp。本文初探了包括兩岸地方政府在移民治理上的角色以及

相關治理機制的制度化程度，希望拋磚引玉，未來有更多的研究能夠從亞洲

（特別是東亞）國家之不同城市的移民治理經驗出發，探討亞洲城市在移民治

理實踐上的經驗和多樣性，並藉此補足當前城市移民治理研究大多集中在歐

美城市的不足；同時亦透過亞洲與歐美城市治理經驗的比較，探索兩者在移

民治理經驗與實踐上是否有所差異，藉此拓展相關研究與討論的廣度、深度

與多樣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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